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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剑》中真正的主角!历史上的袁崇焕是个怎么样的人?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碧血剑·袁崇焕评传》在金
《碧血剑》中真正的主角!历史上的袁崇焕是个怎么样的人?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碧血剑·袁崇焕评传》
在金庸笔下的历史人物中，袁崇焕是得到老先生青睐的一个另类。金庸在武侠小说中，为他撰写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人物评传，字里行间给予他高度评价，附于《碧血剑》后。在1975年撰写的《碧血剑》后记中，金庸更是点明袁崇焕是该书的真正主角。
《碧血剑》的真正主角是主角的爸爸
自袁崇焕被崇祯处以极刑后，关于其人是忠是奸，时人就有不同的评断。与金庸笔下及官方认定的忠臣形象不同，袁崇焕在民间的忠奸之辩历时三百多年未曾停歇，近年来网络上的论战也愈发激烈。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却总是遵循着类似的轨迹。虽然历史研究中多采取以史为鉴的方法，但若从袁崇焕身故后辽东战场的战况及结果，以及整个明末大环境下的政局及军情走向等，结合袁崇焕在辽东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进而倒推得出对其人的评价，可能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策杖只因图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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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袁崇焕)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
——《碧血剑·袁崇焕评传》
1623年，任职辽东的袁崇焕力主坚守宁远，反对退守山海关、放弃辽东地区，得到枢辅孙承宗的支持。当年九月宁远在袁崇焕督促下加快筑城进度，揭开了明朝晚期凭借关宁锦防线与后金/清军对抗的序幕。1624年宁远筑城完毕，次年明军以宁远为基地恢复了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卫、大小凌河等地。
1625年孙承宗因受阉党攻击被迫去职，继任辽东经略高第推行尽弃关外的方略，除袁崇焕坚守宁远拒不撤退外，其他关外诸城几乎被全部毁弃。努尔哈赤见辽东军情反覆，于次年正月大举进攻宁远。高第龟缩于山海关不发援军，明廷内部及努尔哈赤都认为宁远必然失守。
自1618年后金军进攻抚顺，到宁远之战前，后金与明朝大战五次——抚(顺)清(河)、萨尔浒、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均以明军惨败告终。明廷上下对辽东局势悲观，“弃全辽而无局”(《筹辽硕画》)。努尔哈赤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孤城宁远，自以为必得，去信劝降袁崇焕，被严词拒绝。后金军屡次猛攻，战况激烈，城墙被凿开多处。袁崇焕带伤亲自担土搬石堵塞缺口，督军奋战。后金军人员和攻城器械均受重创，不得不撤军。努尔哈赤大为愤懑，以宁远不克为耻辱，不久病死。
袁崇焕的成功，不仅在军事上给予后金军重创，更提振了朝廷和明军对抗后金的信心。兵部尚书王永光评价：“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帝也赞许：“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明熹宗实录》卷68)。就连一贯为己方战绩涂脂抹粉的清修《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后金方面受此失败，士气大为低落，攻城时“惧怕城上厉害，不敢近城”(《明清史料》乙编)。
袁崇焕横空出世
袁崇焕的以守为战策略，与曾经略辽东的熊廷弼不谋而合。自努尔哈赤起兵，明廷先是轻敌冒进，唯恐老师糜饷、“以速一战为快”(《题熊侍御疏牍叙》)，结果“令箭催，则将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明史·熊廷弼传》。到萨尔浒惨败及开原、铁岭失守，朝野又失败情绪蔓延、畏敌如虎，认为辽东必不可保。熊廷弼反对速战决胜，以守代攻，一度阻遏了后金的攻势。但在朝廷内部攻讦下熊廷弼被迫去职，沈阳、辽阳等相继失陷后，辽东局势又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局面。
宁远之战前，后金军攻城夺寨势如破竹。究明军失败原因，除少部分善战明将及亲兵外，大部分明军战斗力低下，难以对抗组织度较高的后金军，战术失当和人心不齐更是致命。
1618年清河之战，明将邹储贤率兵五千据守地处山岩、号称天险的坚固城堡，城上大小枪炮密布，战前又有三千援军。然而后金军攻破该堡“易如拉朽”，仅一天就结束战斗。努尔哈赤夸口：“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先谦《东华录》)。在宁远之战遭遇袁崇焕痛击后，努尔哈赤不得不自我解嘲“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 (王先谦《东华录》)。之后袁崇焕指挥的宁锦之战，皇太极受阻于锦州、兵败于宁远，又对后金军的战斗力自我矮化：“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明清史料》甲编)。
袁崇焕并未止步于凭坚城大炮固守，而是逐渐裁减机动性和防御较差的车营，增加骑兵营，提高了关辽明军的野战能力。宁锦之战中，袁崇焕派满桂率部驰援锦州，战后金军于爪篱山，锦州守将出城接应，后金军受夹击战败;皇太极转而攻打宁远，明军背城奋战，后金军“死伤数千、尸横满地”，“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皇太极见宁远不克，又回师攻锦州，多次强攻均被明军击退，伤亡严重兼天气炎热，只得撤军。
此战中明军展现出击败后金军的野战潜力：“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横剽悍”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但宁锦战后不久，袁崇焕受阉党攻击，愤而去职，直到崇祯继位后方才复出。
受关宁锦防线阻遏，后金无法通过以战养战化解自身生产力落后造成的危机，内部矛盾渐渐凸显。天启七年，后金“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满文老档》)，部分地区出现食人肉的情况;崇祯二年春，依附于后金的蒙古部落“粮食无资，人俱相食”(《明清史料》甲编)。饥荒引发后金控制区内汉人、满人的相继逃亡，并发生八旗军军官因缺粮抢劫民间财物的事件。
与此同时，明与蒙古部落接界的蓟门一带防御相当薄弱。袁崇焕察觉到危险，多次提醒朝廷加强蓟防，但崇祯及兵部等无动于衷。己巳年春，袁崇焕向明廷报告蓟门兵力不足，如果蒙古部落倒向后金，作为向导入犯，祸患极大。九月，袁崇焕又派参将谢尚政率部增强蓟门防御，却被顺天巡抚遣归。袁崇焕不得不再次上疏要求加强该处防御，“为今日急着”(程本直《漩声记》)。然而直到后金军破关而入，朝廷均无动作。
杀毛文龙往往被作为袁崇焕的一大罪状，认为毛文龙之死是导致皮岛失去对后金牵制功能，致使皇太极能无后顾之忧入关的决定因素。但后金绕道蒙古，避开关宁锦防线入关，是明朝财政破产、朝廷运转失灵、蓟州防御薄弱的必然结果，也是后金内部矛盾渐增，试图对外用兵转嫁危机的必须举措。
皇太极吸取了宁锦战败的教训，放弃正面强攻宁、锦，打开山海关的作战方针：“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清太宗实录》卷6)，正是“避实击虚”的兵法原则。毛文龙是否被杀，对后金军入关并无决定性影响。况且毛文龙通敌倾向和虚兵冒饷、欺罔冒功的不法行为已严重影响辽东抗敌大局，被袁崇焕断然处置并不冤枉。
山海长城寄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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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碧血剑·袁崇焕评传》
己巳之变中，袁崇焕千里驰援京师，在赵率教阵亡、三屯营及遵化等要地失守、满桂等战败的不利情况下，先拒敌于蓟州，后阻敌于京城下，经广渠门、左安门外两次激战，重创后金军、力挽狂澜。
皇太极绕过关宁锦防线破喜峰口入关，虽是一大妙招，但风险极高。进军路线舍近求远，虽然避开了关外雄关重镇，但路途倍增，军队及战马所需的粮草损耗加大且难以补充;入边后再回军关外，还要面临明军追袭的风险。即使受到内部强烈反对，皇太极仍敢于冒险进军，除抢掠关内人口物资以战养战外，还有利用后金军的骑兵优势在运动战中调动和消灭明军的企图。与后金军多次交锋的赵率教就在驰援遵化途中伏而全军覆没。
满清大酋长洪太勇于冒险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皇太极选择明军防御的薄弱处破关而入，以优势兵力围歼守军及明关外援军，占据了主动地位。袁崇焕以劣势兵力入援，要想不重蹈赵率教的覆辙，只能“守其所必攻”化被动为主动。此外北京已久未遭兵火，人心极易产生动摇，驻防的京营又不堪一击，根本无力守卫京城。袁崇焕“恐逆奴狡诈异常……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 (周文郁《边事小纪》)，不顾副总兵周文郁关于外兵未奉诏不可入京的劝阻，直趋北京城下，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已所为。
从其后的战况看，袁崇焕统率的关辽军是唯一堪与后金军匹敌的明军，如果没有在北京防御战中抢得先手占据主动，后果不堪设想。1644年大顺军数日内攻破外无援军、人心动荡的京师即是明证。袁崇焕未得明令紧急入卫京师，争取到了当时能做到的最好局面，却必然在政治上给自身带来危机，这就到了考验明朝当家人崇祯的时候。但历史证明崇祯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由于袁崇焕抢先赶至京师布防，皇太极不得不硬攻，结果损兵折将。皇太极在军事上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兵力占优的后金军可以舍北京不攻，劫掠京畿后回师。然而皇太极的威望和后金军士气势必受损，内部的反对派也会借此抬头。皇太极选择进攻，但在袁崇焕等力战下被击退，惊叹“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程本直《漩声记》)，结果顿兵坚城之下，面临被陆续增加的明勤王军包夹的风险。如果袁崇焕能继续率领关辽明军拖住后金军，皇太极就将面临粮草不继、军心不稳的崩溃性危机，留给他失误的机会就屈指可数。
然而崇祯以临阵逮帅的惊人之举将这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在皇太极反间计的催化作用下，崇祯以议饷为名，诱袁崇焕入见后将其锁拿入狱。此前关辽明军因直趋京师布防，反被崇祯、朝臣等疑心为诱导后金军入犯，流言四起又被百姓视为奸细，军心已伤。京城外关辽明军血战后金军，京营明军却故意往城外丢砖砸死砸伤同袍，“声声口口只说辽将、辽人都是奸细，谁调你来”(《崇祯长编》)。如今主帅又无罪入狱，亲眼目睹袁崇焕被捕的祖大寿战栗失措，关辽明军更是军心大乱：“袁既被执，辽兵东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杨士聪《玉堂荟记》)。
祖大寿及关辽明军在恐慌和激愤下东奔山海关，原有退意的皇太极趁机复攻北京。崇祯不信任袁崇焕及关辽明军，却信任纸上谈兵的游僧申甫，火箭提拔其为京营副将、打造战车御敌，结果申甫及其募集的八千新兵在卢沟桥被后金军一战尽歼。继而，刚被提拔为武经略、接替袁崇焕统率各路勤王人马的满桂，见后金军强大本想坚守外城，却在崇祯不断逼战下被迫出城迎敌，与副将孙祖寿等三十余员将领一同阵亡。
此后，崇祯反复多疑的性格、有始无终的用人方式、好诿过臣下的处事方法表现得愈发明显，多次对政局及军事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终成亡国之君。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的论断并不为过。
袁崇焕守辽期间，在他“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 (《明熹宗实录》卷81)的正确战略战术下，明廷由被动挨打逐渐转变为略有主动的以守为战，后金由正面强攻转为侧面迂回进攻和正面小规模骚扰相配合，辽东形势正有转机。己巳之变后，后金/清军又多次破关而入，明军未再取得堪与袁崇焕广渠门、左安门之战相媲美的胜利，后金/清军则先后俘获数十万计的人口、牲畜和百万计的财物，极大增强了战争潜力。
死后方愁无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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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碧血剑·袁崇焕评传》
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妻投江而死，家人分别被流放至贵州和福建。《碧血剑》中，金庸为袁崇焕艺术增加的独子袁承志，历史上并无其人。袁崇焕身死门灭，“天下冤之”(《明史》)。
袁崇焕临刑占诗“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但袁崇焕死后，明朝再未出现能与其相当的人才，朝廷也不断插手辽东军事、事权分散，导致明军在关外战场上节节败退。
袁崇焕用兵稳健，宁锦之战中锦州被围，许多部将要求出援，他认为“宁远兵不可动” (《明史》)，否则正中皇太极围点打援之计，请求朝廷另发兵救应。明廷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从山海关等地调遣人马增援锦州。皇太极也从沈阳调集援军，见锦州难以攻克，果然以大军攻宁远。袁崇焕早有准备，挥军力战杀退后金军。双方战斗激烈，明军满桂身中数箭，尤世威坐骑被射伤;后金军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均身负重伤。皇太极攻宁远、锦州均不克，恐腹背受敌、归路被截，放弃攻打宁远，再回师攻锦州，终大败而去。
处死袁崇焕后，崇祯刚愎自用，对辽东战场重臣疑虑，与首辅、兵部均插手辽东军事，致使互相侵权，战守决策不一，巡抚也不受督师节制，属下抗命、相互猜忌，终致大凌河之战惨败。此时距袁崇焕之死仅有一年。
己巳之变后，孙承宗接任督师，相继收复了被后金军夺取的关内四城。随即孙承宗不顾老病，亲赴前线整顿关宁锦防线。但朝廷轻敌冒进、忽略固守，辽东巡抚丘禾嘉取得兵部和首辅的支持，不顾孙承宗反对在大凌河筑城。
但大凌河城的修筑与固守，皇帝、首辅、兵部、督师、巡抚、总兵都缺乏整体明确战略。城修筑尚未竣工，因兵部尚书易人，朝廷又决定放弃大凌河城，但丘禾嘉违背朝廷和督师决策，激励祖大寿率军守城。后金突然以大军杀到，祖大寿不得不在粮草不足的情况下坚守。之后丘禾嘉又与孙承宗在何时出师救援上产生矛盾，错过救援的最佳时机。明军四次增援，均被杀退;祖大寿四次突围，均被封死。最终祖大寿粮尽援绝，兵败城陷。袁崇焕苦心打造的劲旅经此一役损失严重，此战后关外无宁土，关内也无宁日。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再次破关而入，崇祯令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军，会同高起潜率领的关辽明军对战清军。卢象升深得军心，但部众与清军相比，战力仍有较大差距，亟需高起潜配合方可对清军构成威胁。但崇祯对清军战和不定，主和的杨嗣昌在皇帝默许下不断将卢象升分兵，使其实际可指挥的人马不足两万。
卢象升兵力不足，无力阻止清兵蹂躏畿辅，反被崇祯痛责“侦探不明、调度无方”，准备将其革去督师之职以刘宇亮替代。卢象升悲愤莫名，不愿重蹈袁崇焕覆辙，宁可战死沙场，以孤军五千与清军主力激战于贾庄。然而卢象升决死抗敌时，受崇祯宠信的高起潜驻营五十里外，拒不救应。己巳之战中的主力关辽明军因统帅未得其人，在此战中毫无作为。
卢象升身中四矢三刃壮烈殉国，高起潜得知兵败消息仓皇逃走。崇祯不仅不追究高起潜责任，也拒绝给卢象升家属抚恤。卢象升妻、弟两年内多次请恤，均被崇祯拒绝。
以卢象升为代表的诸多名将
崇祯一一杀之
崇祯十四年初，清军封锁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率明援军与清军大战于锦州城南与松山，给清军较大杀伤，前线清军连连向皇太极求援。皇太极亲率大军增援，形成了明军和清军重兵对峙于锦州一线的局面。
久经沙场的洪承畴敏锐地察觉到清军倾巢而来，后勤必然不能持久，结合锦州城防坚固、余粮尚多的情况，主张坚守松山、杏山等前沿据点，迫使清军粮尽自退。崇祯却与只知纸上谈兵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一拍即合，催促洪承畴出兵决战，还派遣张若麒等监军催督进军。
洪承畴被迫全军向松山前进。洪承畴在逼战下出现指挥失误，对储粮重地笔架山疏于防守，被皇太极一举夺粮成功，导致兵败雪崩。洪承畴率残兵困守松山半年余，被叛将出卖、城破被俘，不久后降清。援军覆灭，苦守锦州的祖大寿粮尽援绝，被迫向清军投降。自此花费明廷巨额财富和无数将士血肉浇筑而成的关宁锦防线轰然垮塌。
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等在《明史》及清代文人的评价中得到充分肯定。清代著名文人方苞认为，“明之亡，始于孙高阳之退休，成于卢忠烈之死败”。对于孙传庭，《明史》载：“传庭死，而明亡矣”。洪承畴虽被列为贰臣，但在松锦之战的前段发挥出色，给予清军重创。然而他们终究未能成为袁崇焕的替代者。
与善于战略布局、节饷、用兵及练兵的袁崇焕相比，同样被明廷一度倚重的孙承宗等也各有所长。孙承宗强于战略谋划但短于具体战术实施。卢象升在练兵及筹饷上皆有所长，但崇祯未能给予其足够的支持，导致其未能人尽其才，最后困死沙场。相较于用兵，洪承畴更善于练兵，孙传庭更善于筹饷，但两人也先后被崇祯催战葬送。
用人而后生疑是崇祯的一贯作风，对于文臣更是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遇有战事失利，崇祯常首先处罚文臣，而对武将表现出相当的宽容，所以武将不听调遣、自行其是导致指挥系统运转失灵的局面愈演愈烈。
在袁崇焕死后，崇祯又相继将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逼上绝路。崇祯摧抑文臣、纵容武将严重加剧了边疆危机。袁崇焕等之死，不仅是他们个人肉体和精神的消逝，由于 “人亡政息”的传统，他们可以挽救危亡的举措也几乎一起被埋入黄土，未能得以贯彻。他们的身故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明朝逐渐走向灭亡。
那得先生再解围
4
“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碧血剑·袁崇焕评传》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大顺军兵锋直逼北京，此前明廷仅有的“一付家当”——孙传庭部陕西明军又被崇祯催战葬送，此时再难有还手之力，各路文臣武将望风而降。然而危局并未全无挽救余地，驻守宁远的吴三桂和南方援军如能及时勤王，北京未必会被大顺军轻易攻破。然而大好时机被崇祯及吴三桂等联手葬送。
崇祯不愿承担放弃关外土地的恶名，习惯性地企图将责任推卸于下，与朝臣就是否调吴三桂入援反复扯皮，拉锯一月以上仍无结果。直到大顺军步步紧逼、火烧眉毛，崇祯才痛下决心，下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统兵入卫京师。崇祯还同时召集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勤王。
崇祯推卸责任导致自己只能上吊
刘泽清见大厦将倾，接旨后谎称坠马受伤、无法行动。崇祯只得赐予财物慰问，刘泽清非但不感恩，反而大肆劫掠临清后率部南逃。唐通率军至京，崇祯赐宴慰劳，却又加派内监作为监军。唐通大怒，将朝廷赏赐财物摔掷于地，不待令旨就引兵出走居庸关驻扎。崇祯均无可奈何。
关辽明军中硕果仅存的吴三桂部，此时也已蜕化为私人武装。崇祯在三月初四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率兵保卫京师。吴三桂见明廷危在旦夕，并未紧急入援，而是同宁远等处的关外百姓一同缓慢行进，每日仅行数十里，直到三月十三日方才入关。入关后，吴三桂按兵不动，又向朝廷要求增拨马匹一万，并花费五日在永平府安置随军家属及百姓。在此期间北京被大顺军攻破，求援无望的崇祯绝望中自缢于煤山。
此时距己巳之变仅十四年。《碧血剑》中，崇祯面对袁承志的质问，对杀袁崇焕“颇为后悔”(第十八回)。不知历史上的崇祯在身陷大顺军重围时，是否会想起当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的袁崇焕?
1629年袁崇焕驰援京师，率步骑混杂的两万关辽明军从山海关进发，六日疾行五百里至蓟州，虽然与明代骑兵的最快纪录“一日夜驰五百里”不能相比，但相较于古代平均行军速度每日20至30公里已是极速。抵达京城外驻扎时，袁崇焕又令将士不得损坏野外树木和入驻百姓家中，军纪严明为明末罕见。快速行军的关辽明军所带粮草本就不多，此时已几乎耗尽，户部筹措的粮草又因京师戒严难以开门运输，“羁留益久”，只得将粮草从城上缒下。关辽明军不得不在缺粮少食的情况下硬撼后金军，即便如此依然取得广渠门大捷。
袁崇焕死后，关宁锦防线又存在了十四年，但它的垮塌只是时间问题。关辽明军再未迎来与袁崇焕相当、可凝聚全军的灵魂人物，内部渐渐分裂和军阀化，战斗力也逐渐下滑，军纪更是大不如前。
大凌河战役中，同为关辽明军的援军宋伟、吴襄部被后金军阻击于长山，两人互不救应，被各个击破;城中祖大寿也未能里应外合破敌，困守城中坐失良机，最终粮尽援绝，杀害拒降的同僚何可纲后诈降。祖大寿和何可纲被袁崇焕视为左膀右臂，竟落到挥刀相向、自相残杀的结局。而曾随袁崇焕在广渠门外力战后金军的王承胤，后任宣府总兵，在大顺军迫近时主动派人至大同递送降表，并因献城投降而面有德色，被李自成讽刺。
“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明史》)。袁崇焕奏章中的这番话正是明末敢于任事者难以善终的真实写照。所谓“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明末党争激烈且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罔顾大局，而力图有所作为者则落入“苦干实干、国法审判”的怪圈，官僚集团内部连续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荒谬剧。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在辽东任上先后因此去职，最终皆不得善终，正是国家覆亡的先兆。
1647年(永历元年)，被后世誉为明末“岭南三忠”之一的张家玉起兵抗清，过水南，拜袁崇焕祠堂，作《谒大司马自如袁老先生遗祠怆然有感》：“吊罢遗祠泪几挥，辽阳回首事成非。空留冷庙沧江上，不见犁庭铁马归。星落尚疑阴雨暗，风高犹想阵云飞。只今羽檄纷弛急，那得先生再解围!”此时，明廷只剩南方数省残山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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